
【摘要】五四时期，先进青年结成了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他们创办社团，

制订组织章程，训练组织骨干，增进组织团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

组织基础。先进青年教育服务群众，宣传鼓动群众，组织凝聚群众，找到了

一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群众基础。先

进青年在实践中发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都行不通，转

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

上的准备。

【关键词】五四运动 中国共产党 建党准备 历史考察

五四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无产阶级以

崭新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拉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序幕。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

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

争。”［1］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创办社团，尝试组织起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

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

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一、组织准备：由一盘散沙到主张创办新式政党

民国初年，中国约有312个政党活跃在政治舞台上［2］。这些政党结党谋私，相互倾轧。正

如李大钊所述：“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

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

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3］民国初年政党的种种行为于人民群众利益毫无益

处，甚至伤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致使社会滋生出厌恶政党政治的情绪。“不党主义”蔓延，无政府

主义大行其道，中国仍旧处于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状态。要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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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继续寻找新的领导力量。李大钊说：“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

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4］基于对政党政治的排斥，当

时的先进分子创办了各种研究会、所、社等社团组织。这些社团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

但对中国新式政党的建立起了很好的催化作用。

制订组织章程。一是提出社团宗旨。组织章程的灵魂为宗旨。五四时期的社团多在章程

开篇即亮明了自己的宗旨。新民学会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5］。觉悟社宗旨为“求适应于

‘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6］。互助社宗旨为“群策群力自助助人”［7］。少

年中国学会的宗旨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8］。国民杂

志社宗旨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新知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9］。其宗旨表明了创办

社团组织的目标。二是明确组织架构。少年中国学会总会设于北京，各省有5人以上设立分

会。学会机关分“评议部、执行部、编译部”。评议部履行议决监督会务、审查预算等权力。执

行部设”总务、交际、调查、会计、庶务”等五股。编译部综理编译事务［10］。组织架构的明确保障

了社团组织的运行。三是规范成员行为标准和加入程序。互助社要求成员做到“不谈人过

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11］新民学

会、少年中国学会要求入会需要有介绍人，且需要对照会员标准进行严格评议。比如成为新民

学会会员基本程序是“经长时间的考察，五人的介绍，评议部的通过，并通告全体会员”［12］。对

组织成员提出严格要求，有助于保持成员的先进属性。四是明确组织纪律。新民学会规定有

“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对于本会无感情”“毫无向上之要求”“缺乏团体生活之兴趣”“行

为不为会友之多数满意”等情形，“不再认其为会员”［13］。明确组织纪律，有助于锻造更有凝聚

力的组织。虽然众多社团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纲领，但其章程无不是以改变中国现状为根本

目标的，对于当时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具有进步意义。

训练组织骨干。先进组织必有强有力的骨干和灵魂人物。五四时期的社团十分注重骨干

力量的培养。一是在组织联络工作中培养骨干。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毛泽东被推

选为干事，负责起草学会章程。毛泽东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联络组织湖南籍青年在北

京大学、保定、蠡县、长辛店机车厂等地举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发

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湖南学生总罢课。在毛泽东指导下，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

联合会；短短一月之内，湖南各界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救国十人团”发展到四百多个［14］。1919年

下半年，毛泽东带领湖南青年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新民学会系列组织联络工作培养了

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李维汉、何叔衡、谢觉哉、张昆弟、罗学瓒、郭亮、夏曦、易礼容、

蔡畅、熊瑾玎等骨干，其中大部分骨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二是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培

养骨干。1919年3月，邓中夏、廖书仓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每月举

行4次定期讲演，有重大事件发生或节假日举行不定期讲演［15］。讲演团举办的系列讲演活动培

养了邓中夏、许德珩、廖书仓、周炳琳、易克嶷、黄日葵等骨干力量。五四运动中许德珩、黄日葵被

派往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南京、上海等地参与“呼吁一致行动”［16］，对发动全国学生参与五四运

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四时期先进青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组织成立社团，参加爱国运动，取得

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也在实践中促进了自身的成长和进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的李大钊，新民学会的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互助社的恽代英、林育南，觉悟社的周恩来、

马俊，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邓中夏，少年学会的赵世炎，少年中国学会的刘仁静等中国

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党员多是由五四时期的社团成员转化而来。

增进组织团结。一是促进相互熟悉。结成一个牢固的团体，首要的是相互熟悉。互助社

提出“社会的事业要最能彼此了解的一些人才能做下去”［17］。为了促进成员尽快熟悉起来，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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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社将新社员“分入旧社员与他相熟习的一组，或使自成一组而派一旧社员去帮助他”［18］。新

社员入社一段时间后，互助社再安排各组社员交换列席会议。互助社还安排社员教八段锦，组

织参观成员家庭，违背社团戒约的成员需缴纳罚款，组织社员每周日郊游。在系列文体活动中

成员之间增进了了解和认识。二是开展严格的组织生活。互助社社员每日开会一次，会议时

长约一小时，主要讨论社员得失——“社员必各自订一作事之日程，未能遵守日程之作事，必报

告其理由，而同人互评判之。”［19］开会之前静坐5分钟，会议结束朗诵《互励文》。三是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上登载了赴法勤工俭学会员的个性批评与介绍：“（和森）坚

强，防僻。（焜甫）须去寒士气。（赞周）分析力强，须防无条理。（子暲）活泼有孩气。（芝圃）严正，

防简单。（和笙）精细。（荣熙）宽厚，而官能欠灵动。（子升）周到有条理，防狭隘。（警予）温良，防

躁急。（季光）从容不迫。（叔彬）自信力强，欠灵动。（咸熙）颇强固。（玉山）温和，但有女性。”［20］在

通信中还强调学会要发展会员个性的极强处、补救会员个性的弱处，一些增进组织团结的方式

方法，严格的组织生活，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依然为我们今天所沿用。

主张组建新式政党。一是组建以国民为依靠的政党。1919年，陈独秀提出：“社会中坚分

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

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21］陈独秀主张组建真正以国民为依靠的政党，以替代结党营私

的旧式政党。二是要组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我以为先

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

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

中枢。”［22］三是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步骤。1920年9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成立中

国共产党的步骤是：“（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

（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

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

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23］四是列出入党条件。1920年9月蔡和森在给毛泽

东的信中介绍了苏俄布尔什维克入党条件为：“（1）二人介绍于地方支部。（2）入党的实习所受训

练三月，作为后补入党之期。（3）实习所的指导员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到共产主义的生活上来，并

令他到共产主义的学校去听讲。（4）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5）如指导员认训练未成熟，须

再受训练三月。（6）然后具愿书三份，须守党的‘铁的纪律’。”［24］1920年下半年，上海、北京、武

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经

成立，中国人民就有了团结奋斗的主心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青年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是在青年时代就满怀信仰和豪情加入了党组织，并为党和

人民奋斗终身。”［25］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加入党组织，为了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不懈奋斗。

二、力量准备：由少数人参与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历次救国方案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发动最大多数人的力

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的领导者们没有与人民群众充分结合。中国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曾经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但这不过是遁世避祸的代名词，不可能也不准备真正

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逐步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宣传教育群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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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动员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

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26］五四时期

的先进青年找到了一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最为广泛的革命力量。

树立正确群众意识。一是感受到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根据人民群众的参与程度，五四

运动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

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27］上海轮船公司工人罢工，

让全市水上交通陷于瘫痪。北洋政府获悉上海电厂、水厂工人即将罢工的消息，被迫答应了学

生的要求。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在运动中感受到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二是发自内心尊重群

众。五四运动之前，文化阵地为地主阶级所垄断，能够上大学的多是地主阶级的弟子。在工农

群众眼里，这些大学生毕业后是要“当官做老爷”，要来统治工农群众的。经历五四运动的洗

礼，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林育南曾对张浩说：“我们这些人靠着父

亲赚些黑心钱来念书，吃好的喝好的，过寄生虫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下等人呢！你们做工，从小

处说是自食其力，从大处说，社会就非有你们不可，你们才真正是上等人呢！”［28］受了林育南等

人的鼓舞，张浩转变了做工低贱的观念，转而以做工为荣，到上海做工去了。三是主张民众大

联合。1919年7月毛泽东提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29］

他主张联合各行业、各职业的民众，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以对付真正的敌人。

教育服务群众。五四时期先进青年服务群众很重要的方式是为群众传授文化知识和生活

常识。一是普及文化知识。邓中夏等人在长辛店机车厂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开设的课程有

国文、数学和常识等。邓中夏说：“教工人读书识字还是重要的”“不识字没有工具，对接受新思

想是一个大阻碍”［30］。邓中夏指定人编写课本，将工人日常用的钳、锤、锉、锯等工具编入教

材。二是普及卫生常识。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4月到1922年3月，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

团在北京宣讲卫生常识17场次，其中宣讲主题有“寄生虫”“吐痰不入盂的害处”“纸烟的害处及

其戒法”“肺痨病”等。三是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3月到1923年4月，北

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宣讲自然科学知识13场次，其中宣讲主题有“空气”“植物对于人生之利

益”“日蚀月蚀之缘故”“地球的来历”“太阳多大呢？”“土的来历”“雪怎样来的？”“刮风的缘故”

等。四是普及家庭教育、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3月到1922年5月，北

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宣讲家庭教育、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知识22场次，其中宣讲主题

有“怎么做家长”“早婚之原因及恶果”“打破旧式的婚姻”“女子应当和男子同样的读书”“缠足

的害处”“女子擦粉真好看吗？”“怎样教养儿童？”［31］等。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常识的普及，满足了

群众基本的文化需求，为组织动员群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宣传鼓动群众。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重视群众宣传工作。一是创办宣传阵地。五四时

期的先进青年创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大量刊物，撰写发表大量文章；相

关刊物成为传播新思想的主要阵地。他们到长辛店机车厂附近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白天给

工人的孩子上课，晚上给工人上课；劳动补习学校实际成了启发工人觉悟的培训学校。北

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在北京城东南西北四城讲演所定期讲演，还深入到北京郊区和

农村演讲，构建起一个个临时的宣讲阵地。二是精选宣传内容。起初宣讲内容以政治常识

为主。1919年6月1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邀请周显政讲“为什么要爱国”，邀请田奇 讲

“民与国的关系”［32］。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宣传内容逐渐转向以马

克思主义理论为主。1920年沈玄庐在工人通俗读物《劳动界》发表文章阐释剩余价值：“为什么

布、米、砖头、瓦片，会值钱呢？因为是人工做出来的。值价钱的不是东西底本身，是劳动者底

工作。”［33］由此可见，相关文章已经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三是创新宣传形式。长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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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师给工人讲唯物史观，不是空洞地念诵马克思主义词句，而是用工人熟悉

的事物讲原理。教师拿一张白纸，让工人用指头戳，一戳就破；教师拿一大叠纸，又让工人用指

头戳，指头戳痛了也没戳破。教师说：“一张纸一戳就破，可是一叠纸用拳头打都打不破，我们

工人也是一样，五人团结赛老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枪炮也没有

办法。”［34］“团结”这个道理就牢牢地扎在了工人心底。

组织凝聚群众。发动群众首先要有号召群众的中心。一是创办群众组织。五四时期的先

进青年创办了学生救国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等联系青年学生的组织，

创办了商学联合会、商学工报联合会等联系社会各界的群众组织。蔡和森提出在组建中国共

产党的基础上，再创办工团、合作社等联系服务群众的组织。李达提出：“劳动组合是社会主义

的学校，劳动者在这学校里和资本阶级争斗，其结果要达到社会主义，只有劳动组合能够造成

真的劳动阶级的党派，能使劳动者的势力抵抗资本家的势力。”［35］李达这里讲的劳动组合即工

人的组织——工会。二是发起群众运动。五四运动期间，先进青年密切联系各界群众，发起了

形式多样的群众运动。为了唤起工商界群众抵制日货、罢工罢市，天津各界联合会组建了跪哭

团。调查发现偷销日货的商号后，跪哭团将商号执事人围绕在中间，“跪倒地下悲痛号啕地大

哭起来，其悲戚惨痛的情景比灵棚吊孝还哀伤，叫人闻之心酸。”［36］跪哭团团员一边哭泣劝告，

一边“历述亡国灭种的残酷遭遇”，有力地教育了奸商。这些群众组织的成立和群众运动的开

展，对于推动五四运动向前发展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三、思想准备：由情感结合到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

由于思想和实践的局限，五四时期社团起初多以趣味相投的少数人为基础组建而成，具有

浓厚的情感基础。在团体规模小时，情感的结合能起到粘合纽带作用。当团体达到一定规模，

情感的联络效能会逐步递减，就需要让位于“主义”。这种客观需要加剧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无政府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流行。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先

进青年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历经三大论战和现实检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宣告破产，

越来越多的先进青年逐步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

各种方案和“主义”破产。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复杂性和社会思潮的多样

性，五四时期的青年不可避免地受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政治学说的影响。但是

经过现实的检验，形形色色的方案和“主义”逐步破产。一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资

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推行“三民主义”。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建立强有力的政党，没有广

泛发动人民群众，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赶跑了一个皇帝，但中国广

大的农村仍然处在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辛亥革命以失败而告终。无数先烈的鲜血告诉国

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资产阶级改良派主

张采用兴办教育、兴办实业等和平的方式走进未来美好社会，一度吸引了众多青年参与。然

而，残酷的现实教育广大青年，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江西改造社成员发表文章指出，“缓进

派”主张教育救国，但拿不出“大宗的款子”来振兴教育，连“固有的一点教育经费尚且保不住”

“固有的几个学校”都要关门；主张文化救国，但文化做不到使“现在的军阀不专横”“政客不捣

乱”“列强不侵掠”；主张实业救国，但由于“处在国际帝国主义侵掠下，经济权完全操在外人手

里”，中国的实业毫无“振兴的希望”；主张人格救国，“率一群饥无食、寒无衣的人”，向“一群良

心丧尽、血的温度在冰点以下的军阀、官僚、议员、政客谈人格”，只会“为他们所暗笑”。可见，

“所谓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实业救国以至基督教徒所谓人格救国，都是空话，都不足以救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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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37］1920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书信中说，希望用和平手段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

“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

个变计。”［38］种种事实表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三是无政府主义的破产。无政府

主义者主张“于政治上则蕲无政府之组织，于经济上则主张共产之真理。”［39］展开来说就是主张

“极端自由，不要政府，不要法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又主张平均财富，一切

平等。”［40］正如茅盾所说：“那时又因种种运动的失望，对于国家制度底本身，也发生了绝大的怀

疑，所谓无政府主义，也很流行起来了。先前大家都提倡爱国，到了这时，连什么国家，什么政

府都不要了。”［41］由于对当时现实中的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失望，无政府主义吸引了众多青年。

蔡和森说：“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

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

行无政府主义”［42］。残酷的现实使得无政府主义组织很快销声匿迹。五四时期的青年放弃其

它种种方案和“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迫于当时中国现实环境作出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43］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马克思主义受到中国青年的广泛关注。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早

期传播。1918年7月、11月、12月李大钊分别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

vism的胜利》，称赞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要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今后的世界将

是“劳工的世界”；“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44］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

的宣传介绍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五四运

动中，先进青年走向工厂街头、走向田间地头，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

量，奠定了唯物史观传播的基础。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到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由此产生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三是三大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

义的广泛传播。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等三大论战澄清

了广大青年的思想认识，促使广大青年由信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转向信奉马克思主义，促

进马克思主义更为广泛的传播。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毛泽东等一批先进青年走上

马克思主义道路。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书信中写道：“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

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

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45］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主义”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

的信仰和“主义”，而是明确指向马克思主义了。四是阶级斗争逐渐成为青年的共识。1919年

李大钊说：“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

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46］这实际上指出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1920年陈独秀说：

“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

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47］1920年蔡和森列出达到未来美好社会

的公式：“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48］他认为要达到消灭阶级的目标，“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

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49］阶级斗争取得胜利后，需

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以过渡到未来美好社会去。这一思想被载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之中：“本党纲领如下：（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

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

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

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50］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出了一

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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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组建广泛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

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

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51］。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创办的各种社团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锻炼了队伍、培养了骨干，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五四运动与

以往历次救国运动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发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并前所未有地把人民群众发

动起来，找到了一条与群众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在服务

人民群众的过程中转变认识，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五四时期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

内容的五四精神，在新时代仍需要我们继续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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